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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试点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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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将 ２００８ 年出台的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作为一项外生的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创新

试点城市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 进一步地，采用异质性随机前沿分析方法，测算城市层面的全要素生

产率，基于要素投入规模效应与生产率效应两个维度，就创新试点政策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进行讨

论。 研究结果显示，创新型试点城市政策显著加速了地区经济增长，这一结论在经过多项稳健性分析后被证

实是可靠的；创新型试点城市技术投资挤占生产性投资，导致投资数量下降，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消极影响，
但是由于政策引致的技术创新却显著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水平。 综合来看，创新型试点城市的生产率效应

远大于投资挤出效应，因而总体上对经济增长表现出正的影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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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与文献综述

在中央政府的各种创新政策中，区域性创新政策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这类特殊的创新支持政策

通常在代表性地区实施，如创新型试点城市政策。 自 ２００８ 年起，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相继批准将

深圳等多个城市列为创新型城市试点，科学技术部于 ２０１０ 年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创新型城市试点

工作的指导意见》，对创新型城市工作任务以及组织实施方案进行详细说明。 ２０１０ 年，国家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决定在推进深圳市创建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工作的基础上，扩大试点范围，加快实现创新驱

动发展，继续指导和推进包括大连、青岛、厦门、沈阳、西安、广州、成都、南京、杭州、济南、合肥、郑州、
长沙、苏州、无锡、烟台在内的 １６ 个城市为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年间，连云港、镇江、秦
皇岛、郑州、南通、乌鲁木齐、宜昌等大批城市也被纳入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 在创新型试点城市推进

建设的同时，考核评价机制也逐步建立起来。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科学技术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创新

型城市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和《创新型城市建设监测评价指标（试行）》，以加快推进自主创新、着力

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充分发挥城市在建设创新型国家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加强对创新型城市试点

工作的推动和指导。 ２０１６ 年，科学技术部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又发布了《关于印发建设创新型

城市工作指引的通知》，还附有《建设创新型城市指标体系》，从创新要素集聚能力、综合实力和产业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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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力等五个方面，采用科技进步贡献率、全员劳动生产率等 ２５ 个指标进行效果监测，除此之外，还增

加了特色指标，根据东中西部地区及东北地区发展实际和特色优势，让各城市自行提出其他指标。 这

一区域性创新政策对于经济增长的实际影响仍然有待准确评估。
中国创新发展过程中创新政策、创新活动、经济增长绩效之间的关联性需要进行更加全面和深入

的研讨。 现有研究普遍认为，来自政府的创新支持政策对于整体创新成果具有一定的激励作用。 Ｂｙｅ
ｅｔ ａｌ． ［１］、Ｚｈａｎｇ ａｎｄ Ｇｕａｎ［２］ 等研究均证实了创新政策对经济绩效的促进效应。 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 ［３］、Ｌｉ［４］、
Ｎｅｖｅｓ ｅｔ ａｌ． ［５］等研究则证实了创新政策对技术进步的积极影响，因而对经济增长也产生积极影响。
盛明泉等［６］、郭金花等［７］更是直接讨论了创新对生产率的影响效果。

关于中国的创新情况，苏治和徐淑丹［８］ 指出，科技创新是推动中国技术进步有效性的真实驱动

力。 关于创新活动引领经济发展的机制，研究表明，企业的创新活动有利于增加资本积累存量［９］、提
升人力资本水平［１０］以及提高成果转化率［１１］等。 张杰等［１２］发现，发明专利与人均真实 ＧＤＰ 之间呈现

倒“Ｕ”型的关系，在排除专利资助政策这一因素后，发明专利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 ［３］研究发现，政府的创新支持政策对中国专利的增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并且研发投资税收减

免直接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尽管如此，也有研究指出，政府的创新支持政策可能收效甚微。
张杰和郑文平［１３］指出，当前政府的专利资助政策造成企业申请专利的动机扭曲，低质量专利的密集

申请不利于经济增长。
上述研究虽然论证了创新的经济效应，但是没有论及创新资源挤占生产性资源的问题，忽略了创

新过程中带来的成本效应以及不同部门间（研发部门与生产性部门）的资源分布问题。 然而，当一定

的创新资源挤占生产性资源时，短期内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如果政府的创新支持政策导致

大量生产性资本向研发部门转移，由于创新效果发挥的滞后性，很可能无法对经济增长产生迅速而有

效的推动作用。 因此，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增长是如何实现的，这一短期负面影响的时滞周期会有多长

等，这些是有待于进一步澄清的问题。 与上述研究不同，本文旨在从要素投入规模效应和生产率效应

两个视角，更加有效地捕捉创新支持政策作用于经济增长的内涵，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从要素投入规模效应和生产率效应两个视角，梳理了创新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第二，为了克

服一般实证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将 ２００８ 年起中央政府陆续设定的创新型试点城市政策视

为一项外生的准自然实验，建立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中央政府的创新支持政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实际

影响效果；第三，对双重差分模型的估计结果进行了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主要包含通过删除区县试

点的对照组样本构造安慰剂检验、通过倾向得分匹配结合双重差分法克服自选择偏差，以及通过提前

政策出台时间构造反事实并进行边际及滞后影响分析；第四，通过嵌入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异质性随

机前沿分析模型，测算中国大陆各个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第五，通过双重差分模型，检验创新

型城市试点政策对各城市经济增长的要素投入规模效应和生产率效应。
总体而言，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第一，拓展了政府创新支持政策（尤其是创新型试

点政策）实际影响效果的研究。 现有文献主要研究创新型试点政策对创业活跃度［１４］、创新质量［１５］、绿色

发展［１６］的实际影响，但是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仍然未知。 因此，本研究有效补充了创新政策实际影

响的相关研究。 第二，丰富了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 尽管现有研究从资本积累［１７］、内生技术变

革［１８］、区域发展制度［１９］等视角已经对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分析，但是以中国为案例，就创新制度对经济

增长的影响仍未得到深入探究。 因此，本文可以丰富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二、 理论分析

经济增长的原因可分为两大类：规模效应和技术效应［１９］。 规模效应主要体现在要素使用效率不

变时投入要素规模的变化，而技术效应是指投入要素规模不变时要素使用效率的变化。
（一） 要素投入的规模效应

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告诉我们，投资的积累形成资本，资本是实现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２０］。 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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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研究讨论了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Ｃｏｒｎｗａｌｌ［２１］ 通过理论模型，证明了投资需求对经济增

长的重要性。 Ｅｂｅｒｌｙ ａｎｄ Ｗａｎｇ［２２］提出，投资发生在生产力水平不同的部门之间，导致资本再分配，最
终影响增长率。 此外，资本深化的过程可能导致不同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 而资本形成与固定

资产投资密不可分［２３］。
然而，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来说，投资仍然是主要的驱动因素。 Ｓｏ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通过经验分析，揭示了

中国企业通过内部储蓄和投资实现产出增长的独特经济增长模式。 Ｈｏｌｚ［２４］提出，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
中国增加对互联网产业的投资，可以实现更高的经济增长率。 以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制定

的经济刺激计划为例，Ｄｅ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５］发现政府干预导致工业企业投资增加。 因此，本文提出假说 １。
假说 １：创新支持政策会影响生产性资本投入并进一步影响其增长速度。
（二） 技术效应

生产力是决定产出增长率的另一个因素。 Ｂｒａｎｄｔ ｅｔ ａｌ． ［２６］发现，全要素生产率（ＴＦＰ）的提高在促进

经济增长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因此，当经济政策出台时，必然会影响生产要素的配置和生产力。
Ｅｓｌａｖａ ｅｔ ａｌ． ［２７］研究发现，公共政策对生产率产生影响。 哥伦比亚的改革政策促进了低生产率和高生产

率部门之间的资源再分配，最终提高了整体生产率。 Ｂｒｕｍｍｅｒ［２８］证实，政策改革是提高生产力的重要驱

动力，并帮助中国实现了农业自给自足的目标，特别是在粮食供给方面。 Ｄｒｉｆｆｉｅｌｄ ｅｔ ａｌ． ［２９］ 发现，欧洲促

进竞争的政策措施使国有企业能够提高生产力和企业收益回报率。 因此，本文提出假说 ２。
假说 ２：创新支持政策通过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经济增长。
就中国经济增长而言，投资和生产力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２０］。 一方面，中国的投资受到政府

政策的极大影响［２５，３０］。 以创新为导向的政策出台将不可避免地对投资（生产投资与研发投资）和分

配产生重要影响；另一方面，政策对投资的影响必然会通过资源的重新分配和替代或互补关系对其他

生产要素产生影响，从而影响生产力。 因此，创新政策也主要通过这两种机制影响区域经济增长。 因

此，本文提出假说 ３。
假说 ３：创新支持政策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取决于对全要素生产率以及生产资本的共同影响。
三、 实证设计

（一） 双重差分模型设定

截至 ２０１３ 年，中国已有 ５７ 个城市或者县级单位被列为创新型试点城市①。 因此，创新型试点城

市可以作为双重差分模型（ＤＩＤ）中的处理组，而非创新型试点城市则可以被列为对照组。 基本的 ＤＩＤ
模型设定如下：

ｐｇｄｐｉｔ ＝ α０ ＋ α１ ｉｎｎｏｖａｉ × ｐｏｌｉｃｙｔ ＋ αｎＣＶｉｔ ＋ ｆｉ ＋ ｆｔ ＋ εｉｔ （１）
其中，ｐｇｄｐ表示可比价的人均ＧＤＰ，已经采用ＧＤＰ指数平减至２００５年可比价；ｉ与 ｔ分别表示城市

与时间变量；ｉｎｎｏｖａ 表示一个二元虚拟变量，创新型城市设置为 １，非创新型城市设置为 ０；ｐｏｌｉｃｙ 也表

示一个二元虚拟变量，一个城市被设定为创新型城市后其值为１，否则为０；ＣＶ是一个可能对人均ＧＤＰ
产生影响的控制变量集合，ｆｉ 与 ｆｔ 分别表示城市与时间固定效应，这样可保证 α１ 的估计结果并准确捕

捉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人均 ＧＤＰ 的实际影响。
（二） 变量计算

本文选择了技术支出比重、对外开放程度、第三产业比重、第二产业比重、人力资本水平、教育支

出比重、金融发展程度、地方政府环境规制以及省会虚拟变量等作为本文的控制变量并加入方程，以
排除这些因素对人均 ＧＤＰ 的影响。 各个控制变量的计算方法报告于表 １。

（三） 数据来源

本文选用《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提供的地级市以及四个直辖市的数据。 西藏自治区中所有城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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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１　 控制变量的计算

变量 符号 计算方式

技术支出比重 ｔｅｃｆｉｎ 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中技术支出所占的比重

对外开放程度 ｆｄｉｓ 以人民币计算的实际利用外资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

第三产业比重 ｔｈｉｒｐ 第三产业产值在地区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

第二产业比重 ｓｅｃｏｐ 第二产业产值在地区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

人力资本水平 ｈｕｍａｎ 高等学校人数、中学在校生数与小学在校生数

教育支出比重 ｅｄｕｆｉｎ 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中教育经费支出所占的比重

金融发展程度 ｆｉｎａｎｃｅ 各地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与地方生产总值之比

地方环境规制 ｐｒｏｅｒｓ 各地环境保护基础设施投资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

政治地位　 　 ｃａｐｉｔａｌ 设置二元变量，省会城市设定为 １，其余设定为 ０

相关数据不连贯，因此没有被

纳入讨论范畴。 充分考虑各变

量的数据完整性，本文 ＤＩＤ 模

型的研究样本包括 ２８５ 个城

市，涵盖 ２００５—２０１７ 年的区

间。 在影响机制部分我们通过

２００４—２０１７ 年各城市的投入产

出数据，以异质性随机前沿分

析（ＨＳＦＡ）模型估算全要素生

产率数据。 这一ＨＳＦＡ模型的

产出是以每个城市的可比价

ＧＤＰ 度量，在估计过程中取自

然对数值处理。 该模型内嵌的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方程中要素投入包括资本和劳动力。 对于资本而言，本
文采用永续盘存法计算各城市的资本存量。 劳动力投入是用城市层面的各报告期劳动力数量来衡量的。

四、 结果讨论

本文将 ＤＩＤ 模型的估计结果报告于表 ２。 为了观察核心变量的稳健性程度，我们在模型（１）至模型

（４）的估计结果中逐渐加入 ＤＩＤ 估计量、控制变量、时间与城市固定效应。 本文重点关注模型（４）的估计

结果，因为在该模型中包含了所有变量以及城市和年份固定效应。 通过估计结果可以看出，ｉｎｎｏｖａ × ｐｏｌｉｃｙ
的系数始终显著为正，意味着中国的创新型试点政策显著提升了地区人均 ＧＤＰ 水平，促进了经济快速

增长。 具体而言，创新型试点政策引致地区人均 ＧＤＰ 年均提升 ４． ７１％ 。 这一估计结果充分验证了中

国创新激励政策的地区增长效应。 尽管古典、新古典以及内生增长理论均认为技术进步是实现经济

增长的动力源泉，本文则在地级市层面上为这一理论提供了经验证据。 中国政府历来重视创新，通过

推出各种创新激励政策，鼓励开展研发活动，并且出台了详细的配套政策，对创新型企业进行扶持，本
文在宏观视角下对这一系列创新支持政策的积极效果进行了验证。 吴延兵和米增渝［３１］ 在微观层面

上的研究发现，企业在政策鼓励下大力开展创新活动，在相同的要素投入规模下实现了产出的增长，
这表现为地区经济增长速度更快。 但是，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通过何种渠道引致了地区经济增长，后
文的影响机制将会提供更为详细的讨论。 一方面，上述结论有利于以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案例捕捉

区域性创新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实际贡献，从而丰富和补充了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理论；另一方面，本
研究更为重要的贡献体现于，从因果识别的视角分析了区域性创新试点政策的实际影响效果。

表 ２ 同样报告了各个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 在所有的控制变量中，来自地方财政的技术资金比

重、第三产业比重、第二产业比重、人力资本水平、城市的政治地位显著有助于经济增长，这些估计结

果符合发展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但是外资比重、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强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明显。
就前者而言，尽管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３２］，但对民族资本的发展产生挤出效应［３３］，
从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不明显。 同时，地方政府环境规制一方面给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活动造成

了一定的成本，另一方面又倒逼企业优化生产投入并提升生产率，即波特假说［３４］，这“一正一负”两种

影响效果相互抵消，因此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力度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明显。
相反，在所有控制变量中，教育支出所占比重与金融发展水平显著抑制了经济增长。 就前者而

言，财政支出中教育资金会挤占生产性资本，并不利于产出水平的提升，所以教育资金比重的提升会

降低经济增长速度。 需要说明的是，受限于数据可得性，本文的研究样本时间太短，教育资金支出将

会在更长时间范围内通过改善人力资本水平对经济增长产生长远影响。 本文还发现，以贷款为代表

的金融扩张并不会对实体经济增长产生积极作用，甚至可能产生消极影响。 这可能是因为金融部门

的发展导致虚拟经济和金融泡沫，并没有对实体经济产生良性的推动作用，这也意味着当前经济“脱
虚向实”势在必行。

—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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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２　 基本估计结果

变量
模型（１）
ｐｇｄｐ

模型（２）
ｐｇｄｐ

模型（３）
ｐｇｄｐ

模型（４）
ｐｇｄｐ

ｉｎｎｏｖａ × ｐｏｌｉｃｙ
１． １０７ ０∗∗∗ ０． ３４５∗∗∗ ０． ２３２∗∗∗ ０． ０４７ １∗∗∗

（０． ０４０ ７） （０． ０２７ ６） （０． ０２６ ０） （０． ０１０ ３）

ｔｅｃｆｉｎ
１５． ９１０ ０∗∗∗ １３． １９０ ０∗∗∗ ０． ９６９ ０∗∗∗

（０． ５８９） （０． ５７１） （０． ２２８）

ｆｄｉｓ
－ ０． ０３７ ５ １． １０５∗∗∗ － ０． ０９５ ３
（０． ２９３） （０． ２７７） （０． ０９８ ８）

ｔｈｉｒｐ
０． ０４９ １∗∗∗ ０． ０４４ ７∗∗∗ ０． ００６ １６∗∗∗

（０． ００１ ２６） （０． ００１ ３３） （０． ０００ ８１７）

ｓｅｃｏｐ
０． ０５０ ３∗∗∗ ０． ０４７ ８∗∗∗ ０． ０１６ ６∗∗∗

（０． ０００ ９） （０． ０００ ９） （０． ０００ ７）

ｈｕｍａｎ
０． ０７７ ８∗∗∗ ０． １８７ ０∗∗∗ ０． ０４８ ０∗∗∗

（０． ０１７ ３） （０． ０１６ ８） （０． ０１０ ７）

ｅｄｕｆｉｎ
－ ２． ８５２ ０∗∗∗ － ２． ８２４ ０∗∗∗ － ０． ２８７ ０∗∗∗

（０． １５８ ０） （０． １４９ ０） （０． ０７１ ８）

ｆｉｎａｎｃｅ
－ ０． ０６１ ３∗∗∗ － ０． １１２ ０∗∗∗ － ０． ０８７ １∗∗∗

（０． ０１７ ９） （０． ０１７ ７） （０． ００７ ２）

ｐｒｏｅｒｓ
－ ０． １３４ ０ － １． ３８６ ０∗∗∗ － ０． ０５９ ８
（０． ３８１ ０） （０． ３６５ ０） （０． １０７ ０）

ｃａｐｉｔａｌ
－ ０． ０４５ ５ ０． ０１８ ０ ０． ３２５ ０∗∗∗

（０． ０３１ ８） （０． ０３０ ４） （０． ０５１ ２）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９． ８５６ ０∗∗∗ ５． ８８１ ０∗∗∗ ５． ８３０ ０∗∗∗ ９． ７９１０∗∗∗

（０． ０１２ ０） （０． ０８８ ６） （０． ０８７ ７） （０． ０７６ ５）
年份固定效应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固定效应 Ｎｏ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Ｎ ３ ７０５ ３ ７０５ ３ ７０５ ３ ７０５
Ｒ２ ０． １６７ ０ ０． ７１０ ０ ０． ７５３ ０ ０． ９８３ ０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 和 １０％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

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五、 稳健性检验

（一） 区县入选创新型试点城市问题

对于控制组中包含以区县入选创

新型试点城市的问题，本文的做法是

将这些城市从对照组中进行删除，并
重新采用 ＤＩＤ 方法进行创新型城市试

点政策效果的评估。 表 ３ 中的模型

（５）报告了基本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

ｉｎｎｏｖａ × ｐｏｌｉｃｙ 的估计结果依然显著为

正，意味着创新型试点政策有利于经

济增长这一结论是稳健可靠的。 另

外，模型（５）中控制变量与模型（４）的
系数结果在符号与显著性方面没有太

大差别，证明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比

较稳健，后文将不再进行讨论。
（二） 自选择问题

在 ＤＩＤ 模型构建过程中，我们假

设中央政府出台的创新型试点政策是

一项外生的自然实验。 然而，从严格

意义上讲，中央政府可能基于地方经

济发展实力雄厚进而选择其作为创新

型试点城市，这一“自选择效应”会导

致严重的估计偏差，对本文估计结果

的准确性造成干扰。 因此，为了克服

自选择效应，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

（ＰＳＭ）结合 ＤＩＤ 方法来进行检验。
ＰＳＭ⁃ＤＩＤ 方法包含四个步骤。 首

先，ＰＳＭ 框架下，以本文的控制变量作

为协变量，然后采用 Ｌｏｇｉｔ 方法估计每个城市被选中为创新型试点城市的概率，如下式所示：
Ｐ（ ｉｎｎｏｖａ ＝ １） ＝ Θ（ＣＶｉｔ） （２）
其次，按照概率相似进行评分，并按照设定的比例（本文尝试 １∶ １、１∶ ２、１∶ ３ 三种不同的匹配比例），重

新选择得分相近的城市，形成新的对照组与创新型试点城市进行匹配。 在匹配过程中，我们采用最邻近

匹配原则并且有放回的方式实现处理组的匹配。 再次，对样本的匹配形状进行优劣检验。 最后，再次运

用 ＤＩＤ 模型原理考察创新型试点政策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 本文 ＰＳＭ⁃ＤＩＤ 模型的估计结果报告

于表 ３ 的模型（６）至模型（８）①。 可以发现，本文模型（６）中采用 １∶ １ 匹配比例，因此，处理组与对照组的

数量是相等的；而在模型（７）与模型（８）中，对照组中城市的数量分别是处理组中创新型试点城市数量的

２ 倍和 ３ 倍。 模型（６）至模型（８）中 ｉｎｎｏｖａ × ｐｏｌｉｃｙ 的系数均显著为正，意味着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显著

促进地区经济增长这一结论是稳健的。 另外，对比模型（４）中 ｉｎｎｏｖａ × ｐｏｌｉｃｙ 的系数估计结果后发现，当
通过 ＰＳＭ⁃ＤＩＤ 方法降低自选择偏差之后，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地区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有所下降，这
意味着如果不控制自选择偏差，传统的 ＤＩＤ 模型会高估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影响效果。

—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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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３　 稳健性检验

变量
模型（５）

—
模型（６）

１∶ １
模型（７）

１∶ ２
模型（８）

１∶ ３

ｉｎｎｏｖａ × ｐｏｌｉｃｙ
０． ０４８ ５∗∗∗ ０． ０３７ ４∗∗ ０． ０３８ ３∗∗∗ ０． ０３５ ９∗∗∗

（０． ０１０ ４） （０． ０１７ ３） （０． ０１３ ９） （０． ０１３ ３）

ｔｅｃｆｉｎ
０． ９８９ ０∗∗∗ １． ４５７ ０∗∗∗ １． ４３１ ０∗∗∗ １． ２９１ ０∗∗∗

（０． ２３０ ０） （０． ４９２ ０） （０． ３９８ ０） （０． ３３８ ０）

ｆｄｉｓ
－ ０． １１２ ０ － ０． ３０９ ０ － ０． ２３３ ０ － ０． ０６１ ８
（０． ０９９ ２） （０． ３１０ ０） （０． ２４６ ０） （０． ２３１ ０）

ｔｈｉｒｐ
０． ００６ ３∗∗∗ ０． ０１４ ９∗∗∗ ０． ０１２ ９∗∗∗ ０． ０１１ ９∗∗∗

（０． ０００ ８） （０． ００３ １） （０． ００２ ３） （０． ００２ １）

ｓｅｃｏｐ
０． ０１６ ７∗∗∗ ０． ０２３ １∗∗∗ ０． ０２１ ２∗∗∗ ０． ０２１ ７∗∗∗

（０． ０００ ７） （０． ００２ ９） （０． ００２ ２） （０． ００１ ９）

ｈｕｍａｎ
０． ０４６ ５∗∗∗ ０． ０４８ ８ ０． ０３１ ７ ０． ０５６ ４∗∗∗

（０． ０１０ ７） （０． ０３３ ２） （０． ０２０ ４） （０． ０１７ ７）

ｅｄｕｆｉｎ
－ ０． ２９１ ０∗∗∗ － ０． ７９４ ０∗∗∗ － ０． ７９１ ０∗∗∗ － ０． ７５４ ０∗∗∗

（０． ０７１ ８） （０． ２１７ ０） （０． １７６ ０） （０． １５７ ０）

ｆｉｎａｎｃｅ
－ ０． ０８８ ７∗∗∗ － ０． ０６９ ７∗∗∗ － ０． ０４６ ６∗∗∗ － ０． ０５５ １∗∗∗

（０． ００７ ３） （０． ０１９ ２） （０． ０１１ ４） （０． ０１０ ８）

ｐｒｏｅｒｓ
－ ０． ０５０ ５ ０． ２８６ ０ － ０． ２４３ ０ － ０． １７８ ０
（０． １０７ ０） （０． ４３７ ０） （０． ２２２ ０） （０． ２２６ ０）

ｃａｐｉｔａｌ
－ １． ０７９ ０∗∗∗ １． ９５５ ０∗∗∗ １． ９４６ ０∗∗∗ ０． ６６９ ０∗∗∗

（０． ０４３ ３） （０． １４２ ０） （０． １２７ ０） （０． １２７ ０）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９． ７８６ ０∗∗∗ ７． ４２９ ０∗∗∗ ７． ５８７ ０∗∗∗ ８． ８７８ ０∗∗∗

（０． ０７６ ８） （０． ２８０ ０） （０． ２１７ ０） （０． ２２５ ０）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３ ６５３ ６９６ １ ０１６ １ ２４４
Ｒ２ ０． ９８２ ０ ０． ９８２ ０ ０． ９８２ ０ ０． ９８１ ０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 和 １０％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

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表 ４　 反事实检验结果

变量

模型（９） 模型（１０）
ｐｇｄｐ ｐｇｄｐ

系数 ｔ 值 系数 ｔ 值

ｉｎｎｏｖａ × ｐｏｌｉｃｙ － １ － ０． ０１１ ６ － ０． ５７
（０． ０２０ ４）

ｉｎｎｏｖａ × ｐｏｌｉｃｙ － ２ ０． ０２８ １ １． ２４
（０． ０２２ ７）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３ ７０５ ３ ７０５
Ｒ２ ０． ９３６ ９ ０． ９２７ ４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 和 １０％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

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三） 共同趋势检验

作为 ＤＩＤ 模型成立的前提条件，
共同趋势假定要求处理组和对照组在

政策出台前需要具备相同的演化趋

势。 因此，我们将政策时间提前 １ 年

或者 ２ 年，然后观察创新型城市试点

政策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 由

于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已经在相应的

年份出台，我们只是人为地将时空逆

转，去观察创新支持政策提前支持这

些试点城市的发展情景，因此，这可以

称之为“反事实分析”。 具体的估计模

型如式（３）所示：
ｐｇｄｐｉｔ ＝ α０ ＋ α１ｉｎｎｏｖａｉ × ｐｏｌｉｃｙ－ｚ

ｔ

＋ αｎＣＶｉｔ ＋ ｆｉ ＋ ｆｔ ＋ εｉｔ （３）
上式与基本 ＤＩＤ 模型的差别在于

“ － ｚ”的设置。 “ － ｚ”表示将政策时间

提前 ｚ 年处理。 本文将上述反事实分

析估计结果报告于表 ４ 的模型（９）与

模型（１０）。 其中，模型（９）是将政策

出台时间提前 １ 年的反事实分析结

果，而模型（１０）是将政策出台时间提

前 ２ 年的反事实分析结果。 结果显

示，模型（９）和模型（１０）中核心解释

变量的系数均是不显著的。 这说明，
如果将政策出台时间提前 １ 年或者 ２
年，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并不会对经

济增长产生任何影响。 这也间接证明

是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导致了地区经

济增长，本文模型（４）中的结论是可

靠的。
考虑到创新试点政策中各个试点

城市入选的时间不同，本文采用多阶

段 ＤＩＤ 形式考察政策效果，因此，参考

现有研究的做法，采用事件分析法更

好地检验平行假定趋势。 这一方法考

察了政策实施后的逐年效应，具体待

估方程设定如下：
ｐｇｄｐｉｔ ＝ α０ ＋ β１Ｄ－３

ｉｔ ＋ Ｌβ８Ｄ４
ｉｔ

＋ αＶＣＶｉｔ ＋ ｆｉ ＋ ｆｔ ＋ εｉｔ （４）
其中，Ｄ －ｊ

ｉｔ 表示政策出台前第 ｊ 年
的时点效应，即在一个城市被选中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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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城市前的第 ｊ 年时，该变量的值为 １，其他城市则为 ０；类似地，Ｄｉｔｊ 表示政策出台后第 ｊ 年的时点效

应，一个城市被选中为试点城市后的第 ｊ 年，其值为 １，其他城市该变量赋值则为 ０；当然，ｊ ＝ ０ 表示各

试点城市入选年份值为 １，其他城市赋值为 ０。
表 ５　 事实分析法估计结果

变量 系数 ｔ 值 变量 系数 ｔ 值

Ｄ － ３ ０． ００４ ８
（０． ０１８ ０） ０． ２７ ｆｄｉｓ － ０． １３３ ０

（０． ０９８ ６） － １． ３５

Ｄ － ２ ０． ００８ ２
（０． ０１８ ０） ０． ４６ ｔｈｉｒｐ ０． ００５ ９∗∗∗

（０． ０００ ８） ７． １５

Ｄ － １ ０． ０１２ ４
（０． ０１８ ０） ０． ６９ ｓｅｃｏｐ ０． ０１６ ３∗∗∗

（０． ０００ ７） ２３． ９２

Ｄ０ ０． ０２３ ８
（０． ０１８ ０） １． ３２ ｈｕｍａｎ ０． ０５４ １∗∗∗

（０． ０１０ ７） ５． ０７

Ｄ１ ０． ０３４ ０∗

（０． ０１８ ０） １． ８９ ｅｄｕｆｉｎ － ０． ２６５ １∗∗∗

（０． ０７２ ０） － ３． ６８

Ｄ２ ０． ０２２ ７
（０． ０１８ ０） １． ２６ ｆｉｎａｎｃｅ － ０． ０８５ ３∗∗∗

（０． ００７ ２） － １１． ８３

Ｄ３ ０． ０３３ ２∗

（０． ０１８ ０） １． ８５ ｐｒｏｅｒｓ － ０． ０６２ ３
（０． １０７ １） － ０． ５８

Ｄ４ ０． ０４０ ４∗∗

（０． ０１７９） ２． ２６ ｃａｐｉｔａｌ ０． ３２０ ８∗∗∗

（０． ０５１３） ６． ２５

ｔｅｃｆｉｎ １． ０６６５∗∗∗

（０． ２２７０） ４． ７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９． ８０２ ９∗∗∗

（０． ０７６ ７） １２７． ７４

城市固定效应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Ｎ ３ ７０５ Ｒ２ ０． ９８１ ０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 和 １０％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

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从表 ５ 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对
于各试点城市而言，政策出台之前的

年份，各个哑变量的估计结果均不显

著，这意味着反事实的影响效果均不

明显。 这进一步证明 ＤＩＤ 模型的平

行趋势基本假设是成立的。 这再一

次证明本文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通过表５的边际效应估计结果还

可以观察由政策导致滞后效应的演

化趋势。例如，Ｄ０ 的估计结果是不显

著的，这表明政策实施当年并未对经

济增长产生有效的促进作用。 但是

Ｄ１、Ｄ２ 和 Ｄ４ 估计结果显著为正，这意

味着尽管该政策对经济增长产生了

明显的积极影响，但是存在一年的时

滞周期。 从政策影响效果的大小来

看，在政策出台后的４年中，大致经历

了一个“Ｖ” 型的变化趋势，而且在样

本区间末年，政策效果达到最大。这
充分说明，政府鼓励下的国家创新行

为，尽管在短期内效果并不明显，但是从长远来看，却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持续性的有利影响。
六、 机制分析

基于前文中理论模型的研究结论，即政府的创新支持政策基于要素投入规模效应和生产率效应

分别影响地区经济增长。 一方面，创新支持政策对要素投入规模产生影响，此时不考虑相同要素利用

效率的情况；另一方面，创新支持政策对要素利用效率的影响，此时不考虑要素投入规模的变化。 于

是，本文估计方程如下所示：
ｉｎｖｅｓｔｉｔ ＝ α０ ＋ α１ ｉｎｎｏｖａｉ × ｐｏｌｉｃｙｔ ＋ αｉｔＣＶｉｔ ＋ ｆｉ ＋ ｆｔ ＋ εｉｔ （５）
ｔｆｐｉｔ ＝ α０ ＋ α１ ｉｎｎｏｖａｉ × ｐｏｌｉｃｙｔ ＋ αｉｔＣＶｉｔ ＋ ｆｉ ＋ ｆｔ ＋ εｉｔ （６）
其中，ｉｎｖｅｓｔ 表示地区的可比价投资，用来表示要素投入规模效应。我们之所以采用该值来代理要素

投入规模效应，是考虑到投资是一个地区形成资本投入的核心因素，现有研究也就投资在中国经济增长

中的重要作用提供了深入的论证［２０］。本文采用城市层面上的固定资产投资衡量生产性投资。ｔｆｐ 表示全

要素生产率，用来表示生产率效应。本文采用 ＨＳＦＡ 模型测算 ｔｆｐ，ＨＳＦＡ 模型的函数形式如下所示：

ｌｎＹｉｔ ＝ β０ ＋ β１ ｔ ＋
１
２ β２ ｔ２ ＋ β３ ｌｎＫ ｉｔ ＋ β４ ｌｎＬｉｔ ＋ β５ ｔ × ｌｎＫ ｉｔ ＋ β６ ｔ × ｌｎＬｉｔ ＋

１
２ β７ ｌｎＫ ｉｔ × ｌｎＬｉｔ

＋ １
２ β８（ｌｎＫ ｉｔ） ２ ＋ １

２ β９（ｌｎＬｉｔ） ２ ＋ σｉ ＋ ｖｉｔ － ｕｉｔ （７）

其中，Ｙ、Ｋ 和 Ｌ 分别代表地区总产值、资本和劳动投入，ｕ 和 ｖ 分别代表非负的技术效率损失项和

随机噪声项。而与传统随机前沿模型不一致的是，本文增加了异质性的考察，σｉ 捕捉了地区间的生产

异质性。通过极大似然法对上述模型进行估计，可以直接得到各个地区的生产技术效率。进一步可以

计算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具体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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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ｆｐｉｔ ＝ ｔｃｉｔ ＋ ｔｅｃｉｔ ＋ ｓｅｉｔ （８）
其中，ｔｃ 表示技术进步效应，ｔｅｃ 表示生产技术效率的变化率，ｓｅ 表示规模效应。各个组成部分的详

细计算方法报告如下：

ｔｅｃｉｔ ＝
∂｛Ｙｉｔ ／ Ｅ［ ｆ（Ｘ ｉｔ， β） ｜ ｕｉｔ ＝ ０］｝

∂ｔ （９）

ｔｃｉｔ ＝
∂ｌｎｆ（Ｘ ｉｔ， β）

∂ｔ ＝ β１ ＋ β２ ｔ ＋ β５ ｌｎＫ ｉｔ ＋ β６ ｌｎＬｉｔ （１０）

ｓｅｉｔ ＝ （ＲＴＳ ｊｉｔ － １）∑ ｊ
λ ｊｉｔｘ＆ ｊｉｔ （１１）

在上述方程组中，Ｘ 表示一个要素投入结合，在本文中包含资本和劳动两种投入要素；式（９） 与式

（１０） 中的 β 表示待估参数的系数向量，ＲＴＳｉｔ ＝ ∑ ∂ｌｎＹ
∂ｌｎｊ 。ｘ＆ ｊｉｔ 表示要素投入随时间的变化率，λ ｊｉｔ ＝

∂ｌｎＹ
∂ｌｎｊ( ) ／ ＲＴＳｉｔ，表示各个要素 ｊ 相对于规模经济的产出弹性。

　 　 　 　 　 　 表 ６　 影响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模型（１１）
ｔｆｐ

模型（１２）
ｉｎｖｅｓｔ

系数 ｔ 值 系数 ｔ 值

ｉｎｎｏｖａ × ｐｏｌｉｃｙ
０． ００９ ４∗ １． ７５ －０．０８７ ２∗∗∗ － ３． ７２
（０． ００５ ３） （０． ０２３ ４）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３ ７０５ ３ ７０５
Ｒ２ ０． ２９１ ０ ０． ５４５ ０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 和 １０％ 的显著

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本文将生产率效应与要素投入规模效应的

考察结果报告于表 ６ 中的模型（１１）和模型（１２）。
估计结果显示，模型（１１）中 ｉｎｎｏｖａ × ｐｏｌｉｃｙ 的系

数显著为正，这意味着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显著

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验证了本文的假说 ２。 模

型（１２）中 ｉｎｎｏｖａ × ｐｏｌｉｃｙ 的系数显著为负，但却

显著降低了可比价投资数量，这验证了本文的假

说 １。 根据前文的考察结果，创新型城市试点政

策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要远大于对可

比价投资的削减效应，从而最终导致更高的地区

经济增长。 上述结论验证了本文的假说 ３，即创

新政策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影响同时取决于生产

率效应和要素投入规模效应。 因此，创新政策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改善生产率实现的，换句

话说，生产率才是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增长水平的核心变量［１７ １８］。
七、 总结性评论

本文考察了政府的创新试点政策引致地区经济增长的效果，得到两点结论：（１）中国的创新型试

点政策显著提升了地区人均 ＧＤＰ 水平。 具体来看，中央政府的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带来人均 ＧＤＰ 年

均提升 ４． ７１％ 。 本文对这一估计结果进行了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包含通过删除控制组中区县试点的

样本进行安慰剂检验、通过不同比例的倾向得分匹配并结合双重差分法模型降低自选择偏差，以及通

过提前 １ 至 ２ 年的政策出台时间构建反事实分析，本文的研究结论依然保持不变。 （２）在本文考察的

样本区间内，创新型试点政策对试点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积极影响，但是研发投资的增长也挤

出了地区生产性资本，导致可比价投资水平的下降。 尽管如此，由于部分行业投资效率不高，且过度

投资现象严重，创新型试点政策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所产生的积极影响远大于通过挤

出投资数量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从而整体表现为对经济增长产生了积极影响。 这一结论揭示出

中国式创新的生产率效应可以弥补投资挤出效应，因而整体上有益于经济的更快增长。
联系引言中提及的中国式创新道路尚且存在的问题，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如下政策含义：（１）扩

大创新型城市的试点范围，进一步增加试点城市关于创新活动的财政支出力度。 中央政府应该在现

有试点城市范围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试点容量，不断强化对创新型试点城市政府的监管与考核。 对

因创新支持造成的地方财政减收增支，中央政府还应该采取一般性转移支付等途径对创新型试点城

市给予更多的财政支持。 此外，还可以通过债券发行审批、投资审批等不同渠道增加对试点城市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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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企业的支持力度。 （２）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为目标优化创新导向。 中央政府对于创新活动的政策

支持带来的生产率增长效应远大于对投资挤出带来的负面影响。 因此，中央政府的创新政策应该继

续坚持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为目标的创新导向，深化生产率改革。 在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深化科

技体制创新时，应该注重通过提升资源利用效率、激发要素投入的规模效应增加技术创新在经济增长

的贡献份额。 中央政府无疑是这一系列创新引领发展战略中的布局者和引导者，不但应该提供稳定

的创新成果制度保障，同时也应该加强科技、人才与财税等政策协同，管理、指导与协调科技成果转化

工作，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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